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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

钟 华 赵志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 要】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不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一统的局面，面临着各区域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竞争

加剧、外来强势文化影响等诸多挑战。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其背后的动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分析

了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晚期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粟1426粒、黍305粒、稻米5粒、大豆7粒）和河南洛阳班沟遗址（出

土粟637粒、黍16粒、稻米1粒）的植物遗存状况，结合中原地区其他仰韶晚期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情况，认为庙底沟时期

形成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得到了延续，在农业耕种制度方面相对粗放。大豆开始普遍出现，但数量还较少。

稻米在仰韶晚期遗址中的数量明显提升（新街遗址出土802粒，庙底沟遗址出土648粒，土门遗址出土738粒，苏羊遗址

2589粒，汪沟遗址出土668粒），甚至在新街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中形成了稻旱混作的新兴农业生产模式，其在不同遗址重

要性的高低受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位置、饮食传统、聚落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与周边区域的交

流大大增多，农作物的传播和人群的迁移频率也空前提高。

【关键词】中原地区；仰韶晚期；农业生产模式；植物考古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2-0052-10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of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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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late Yangshao Period was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unifica‐

tion of the Miaodigou culture. It was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erious imbalance of reg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and so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in this period and the motivation behind it are

worth analyz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lant remains unearthed at the Shuanghuaishu site (including

1426 foxtail millets, 305 broomcorn millets, 5 rices, and 7 soybeans) and the Bangou site (including 637 fox‐

tail millets, 16 broomcorn millets and1 rice), synthesizing with the plant data from the other late Yangshao

sites in the Central Plain, it is found that the dry farming mode dominated by foxtail millet formed in the Mi‐

aodigou period has been continued, and the agricultural farming system is relatively extensive. Soybeans be‐

gan to appear generally, although the number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The amount of rice found in the late Yang‐

shao sit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802 in the Xinjie site，648 in the Miaodigou site, 738 in the Tu‐

men site, 2589 in the Suyang site, 668 in the Wanggou site）, and even a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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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rice and millet mixed cropping has been formed in the Xinjie site. The importance of rice in different

site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location, culinary tradition and settlement level of the site; Dur‐

ing this perio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increased greatly,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rops and the migration frequency of people also raised unprecedentedly.

Key words: The Central Plain；the late Yangshao Period；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archaeobotany

一、研究背景

仰韶时代晚期（公元前 3300—前 2800年）的中原地区，继上一阶段（庙底沟时期，公元前 4000—前

3300年）强大而统一的庙底沟文化解体之后，出现了文化面貌不尽相同的各个地方文化类型，分布在从

渭水流域，到晋南豫西，再到郑洛、豫北的广大区域。其中，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地区作为之前庙底沟文

化的核心区，聚落规模和人口数量显著下降，几乎不见大型遗址，而其西侧的渭水中上游地区和东部的

郑洛地区，则呈现了高涨的社会发展势头，形成了像双槐树遗址、大地湾遗址、南佐遗址等拥有复杂社会

结构的大型中心聚落①。与此同时，社会分化不断加剧，不同群体、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竞争也日

趋激烈②。值得强调的是，不同于庙底沟文化的急剧膨胀和对外扩张，仰韶文化晚期的各文化类型受到

了中原地区以外的强势文化影响。以郑洛地区秦王寨类型（文化）为代表，该文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

自东南方向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屈家岭的文化的挤压，在大量吸纳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同时，开

始向西、北扩张③④。

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农业社会，以粟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取代狩猎

采集已经成为人们生业行为的主体⑤。到了仰韶时代晚期，不同于庙底沟文化的一统局面，中原地区面

临着各区域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分化加剧、外来文化（包括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南方人群）的强势影

响等诸多挑战。形成不久的旱作农业生产体系将会如何应对这一新局面，其生业结构、农业生产模式会

发生怎样的改变，促成这些变化或维持原有模式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这一地区近年来仰韶晚期遗址

出土的植物考古遗存给出了重要的线索和阶段性的答案。

二、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出土炭化植物遗存

为了对仰韶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在现有两处遗址（郑州双槐树遗址

〔2014—2016〕、洛阳班沟遗址）出土的原始材料基础上，梳理了目前已发表的多处遗址系统浮选数据。

（一）巩义双槐树遗址

巩义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村，位于嵩山余脉向北延伸的岭地上，向北紧邻黄河，向

西靠近伊洛河。2013年底开始，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地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灰坑、

多处房址（包括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建筑群）和三重大型环壕，以及大型公共墓葬区、夯

土祭台和天文、礼祀遗迹等。双槐树遗址为仰韶文化中、晚期黄河流域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

遗址二至四期为仰韶文化遗存，即庙底沟时期偏晚阶段至大河村四期阶段（仰韶晚期）⑥。

①戴向明：《黄河流域史前时代》，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40-252页。

②戴向明：《黄河流域史前时代》，第254-255页。

③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231页。

④张海：《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65-68页。

⑤钟华、李新伟、王炜林等：《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第四纪研究》2020年第2期。

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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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双槐树遗址植物遗存来自2013至2016年四个年度的考古发掘，皆取自于内壕以内的居

住区。其中，2013、2014年样品（共计39份）取自内壕中部大型夯土建筑群的西南侧，2015、2016年样品

（共计129份）主要取自内壕北部中心居住区。浮选土样大部分采自灰坑，土量平均每份样品10升。

表1 双槐树遗址出土炭化作物种子统计表

炭化植物种属

粟（Setaria italica）

黍（Panicum miliaceum)

稻米（Oryza sativa)

大豆（Glycine max）

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稗子 (Echinochloa crusgalli)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草木樨 (Melilotus suaveolens)

糙叶黄芪（Astragalus scaberrimus)

鸡眼草 (Kummerowia striata)

藜（Chenopodium album)

酸模叶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

紫苏（Perilla frutescens)

荆条 (Vitex negundo)

大型夯土建筑群
西南（n=39）

286

192

4

1

2

4

北部中心居住区
（n=129）

1140

113

5

7

8

2

3

11

7

1

1

1

6

1

合计

1426

305

5

7

12

2

4

11

7

1

2

5

1

6

1

出土
概率

54.8%

19.0%

2.4%

3.6%

6.0%

1.2%

2.4%

4.2%

2.4%

0.6%

1.2%

2.4%

0.6%

1.8%

0.6%

注：n为遗址该区域采集的浮选样品数。

从表1中可以发现，粟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上看，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黍的重要

性次于粟，位于第二位，其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与粟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但远高于大豆和稻米。有意

思的是，遗址出土的稻米（包括稻谷基盘3粒）和大豆遗存全部来自内壕北部中心居住区。尽管本文双

槐树遗址的植物遗存结果仅包括了四个年度的浮选样本，但遗址中稻米和大豆分布所显示的区域性差

异，很可能反映了中心居住区和其南部居住区在作物加工和消费上的不同，而其背后可能蕴含的人群、

阶层和饮食上的差异，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展开研究。

（二）洛阳班沟遗址

班沟遗址位于洛阳市孟津县小浪底镇班沟村东南，地处瀍河南岸二级台地上。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从2014年6月中旬开始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发掘总面积共计550平米，遗址主要以龙山文化遗

存和商周文化遗存为主，有少量仰韶、汉代文化遗存。本文涉及的班沟遗址植物遗存来自2014年所浮

选的样品，共计9份，全部都取自仰韶晚期灰坑，浮选土样土量平均每份样品10升。

表2 班沟遗址出土炭化作物种子统计表

炭化植物种子种类

粟（Setaria italica）

黍（Panicum miliaceum)

稻米（Oryza sativa)

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草木樨 (Melilotus suaveolens)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藜（Chenopodium album)

种子数量

637

16

1

27

23

16

8

出土概率

100%

55.6%

11.1%

55.5%

44.4%

77.8%

44.4%

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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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沟遗址仰韶晚期的浮选样品数量较少，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无论是总数上，还是种类上，都相对

有限。从表2上看，粟无论在数量还是出土概率上，在三种农作物中占有绝对优势。

（三）已发表其他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

除了上文介绍的郑州双槐树遗址（2014—2016）和洛阳班沟遗址，其他中原地区已发表的植物考古

研究重要遗址还包括郑洛地区的郑州汪沟遗址①、洛阳尹川土门遗址②和洛阳宜阳苏羊遗址③，豫北地区

的鹤壁刘庄遗址④，关中地区东部的蓝田新街遗址⑤、西安鱼化寨遗址⑥。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遗址中有些

包括了庙底沟时期遗存（双槐树遗址、土门遗址），尤其是庙底沟文化晚期阶段，难以与仰韶晚期遗存完

全区分开，我们将其一起讨论。

通过以上8处遗址出土植物考古遗存的分析，可以对中原地区仰韶晚期农业生产模式进行一定的

讨论。图1和表3为这些遗址出土主要农作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情况。

图1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遗址农作物遗存绝对数量比值图

表3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各遗址农作物遗存统计表

双槐树遗址（n=168）

粟

绝 对
数 量

1426（81.7%）

出 土
概 率

54.8%

黍

绝 对
数 量

305（17.5%）

出 土
概 率

19%

稻米

绝 对
数 量

5（0.3%）

出 土
概 率

2.4%

大豆

绝 对
数 量

7（0.4%）

出 土
概 率

3.6%

①杨凡、顾万发、靳桂云：《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中国农史》2021年第2期。

② Tao DW, Liu F, Richards M, et al. Complexity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n the Yiluo region in the late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3500-221BC): An integrated stable isotope and archaeobotanical study from the Tumen site, North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21, 31(6): 1079-1094.

③ Yang F, Duan QM, Cheng BZ, et al. The agri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Yiluo River Basin: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the Suyang site.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2, 10: 885837.

④王传明、赵新平、靳桂云：《河南鹤壁市刘庄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⑤钟华、杨亚长、邵晶等：《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⑥赵志军：《仰韶文化时期农耕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会的建立—鱼化寨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江汉考古》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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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沟遗址（n=296）

班沟遗址（n=9）

土门遗址（n=49）

苏羊遗址（n=10）

新街遗址（n=51）

鱼化寨遗址（n=15）

刘庄遗址（n=286）

40030（83.9%）

637（97.4%）

269（23.9%）

23322（89.3%）

9142（83.9%）

29740（70.6%）

2643（84.4%）

82.8%

100%

100%

98%

40.6%

6895（14.4%）

16（2.4%）

119（10.6%）

170（0.7%）

931（8.5%）

12012（28.5%）

489（15.6%）

39.2%

55.6%

50%

74.5%

18%

668（1.4%）

1（0.2%）

738（65.5%）

2589（9.9%）

802（7.4%）

1（0.9%）

11.8%

11.1%

80%

62.7%

148（0.3%）

37（0.1%）

10（0.1%）

15.9%

30%

7.8%

续表3

注：a. n为不同遗迹单位采集的样品数；b. 绝对数量栏中，括号内数据为该作物在遗址全部农作物中所占数量百分比。

三、讨论

（一）传统旱作农业体系的延续和发展

中原地区至迟在庙底沟时期，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已经取代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活动，成为

了人们主要的生业方式。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其特点表现在诸

多方面：粟取代黍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较少，农业种植制度相对简单、粗放

（撂荒和刀耕火种可能普遍存在，能够提高土壤肥力的豆科作物发现很少）。而这些方面同样是我们考

察仰韶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的重要手段。

粟，在仰韶晚期依旧是中原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遗存，在上述经过系统浮选的遗址中，除了位于洛

阳盆地的土门遗址，出土粟的绝对数量在其他全部农作物中的比例均高于75%。在公布出土概率数据

的遗址中，除却遗址本身包含了大量未发现任何植物遗存的遗迹单位的情况以外（比如双槐树遗址和刘

庄遗址），其他遗址粟的出土概率都超过了65%。而班沟遗址和苏羊遗址中（二者样品采集量都较少），

粟的出土概率更是达到了100%，远高于其他农作物的出土概率。庙底沟时期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耕种

体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延续。

较之粟，黍的绝对数量则少了很多。黍在农作物中绝对数量的比值全部低于30%，其中的3处遗

址（班沟遗址、新街遗址、苏羊遗址）绝对数量的比值甚至低于10%。出土概率方面，在已公布数据的6

处遗址中，班沟遗址、新街遗址和苏羊遗址，黍的出土概率不低于50%，而双槐树遗址和刘庄遗址各类

作物的出土概率本身就低于其他遗址。由此看来，黍的绝对数量虽然较之粟少了很多，但是出土概率

并不低。黍也应为中原地区仰韶晚期重要的农作物类型之一，只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要明显低

于粟。

大豆，出现在中原地区仰韶晚期的4处遗址，分别是双槐树遗址的7粒，汪沟遗址的148粒，苏羊遗

址的37粒，新街遗址的10粒。大豆在仰韶晚期中原地区的关中地区和豫中地区都有发现，并且在聚落

等级较高的汪沟遗址和双槐树遗址、一般等级的新街遗址均有发现，分布较为普遍。但是，除了汪沟遗

址发现大豆遗存的数量较多以外（其绝对数量比例和出土概率也较低），其他3处遗址发现的大豆遗存

数量都较少，大豆在各自遗址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应处于从属地位。如果我们比较中原地区上一阶段，庙

底沟时期中原地区只有灵宝西坡一处遗址有较多发现，并且这些大豆从尺寸分布来看可能处在驯化的

早期阶段①。而仰韶晚期出土大豆数量较多的汪沟遗址的数据也显示，其大豆尺寸分布与西坡遗址的相

差不大②。值得注意的是，西坡遗址发现的大豆遗存可能属于庙底沟时期较晚阶段，与上述遗址绝对年

代上非常接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利用大豆的情况可能已经相当普遍，成

①钟华、李新伟、王炜林等：《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第四纪研究》2020年第2期。

②杨凡、顾万发、靳桂云：《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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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时期不同于之前时期的时代性特点。

这一时期大豆的发现虽然较为普遍，但出土数量和重要性都不高，我们推测它的出现与轮作的耕种

制度关系不大，人们更可能通过自然撂荒的方式，甚至一定程度的人、畜粪便施肥的方式①来恢复耕地的

肥力，而非通过种植大豆达到在土壤中固氮的效果。至于粪肥，尤其是猪粪的使用，是否已经成为早期

集约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②，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然还不够充分。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普遍种植大豆的

动机可能主要包括：一方面，考虑到仰韶时代中晚期，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家养动物逐渐取代野生动物，成

为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方式③，而对于一般人而言，动物蛋白质的获取并不能完全满足其日常所需，少量

大豆的种植可能是人们通过植物蛋白进行补充的尝试；另一方面，大豆作为油料作物，其中的脂肪成分对

于古代人群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开始通过显微CT扫描等技术手段对炭化大豆中可

能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④，相信随着日后研究材料的积累，人们早期利用大豆的缘由也会愈发清晰。

除了以上三种旱地农作物，非农作物遗存也是考察旱作农业耕作模式，乃至野生植物资源利用的重

要证据。从现有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材料⑤⑥⑦⑧⑨来看（见图2），中原地区仰韶晚期出土最多的非农作物种

图2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遗址非农作物种子绝对数量比值图

注：a.七个遗址非农作物种子数量总数分别为：双槐树遗址56粒，汪沟遗址2512粒，班沟遗址90粒，苏羊遗址143

粒，新街遗址2963粒，鱼化寨遗址362粒，刘庄遗址2691粒；b.刘庄遗址马唐（属）种子数量在报告中为黍亚科种

子数量，可能包含狗尾草（属）等其他种子。

① Wang X, Fuller B, Zhang PC, et al. Millet manuring a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Late Neolithic agricultural expansion of north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2018, 8: 5552.

② Yang JS, Zhang DJ, Yang XY, et al.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of millet-pig agriculture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2, 5(9): 780-786.

③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82-92页。

④陈雪香、马方青、张涛：《尺寸与成分：考古材料揭示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豆起源与驯化历程》，《中国农史》2017年第3期。

⑤钟华：《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到龙山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

71-77页。

⑥杨凡、顾万发、靳桂云：《河南郑州汪沟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

⑦ Yang F, Duan QM, Cheng BZ, et al. The agri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Yiluo River Basin: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the Suyang site.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2, 10: 885837.

⑧赵志军：《仰韶文化时期农耕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会的建立—鱼化寨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江汉考古》2017年

第6期。

⑨王传明、赵新平、靳桂云：《河南鹤壁市刘庄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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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禾本科的狗尾草（属）或马唐（属），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方面几乎都居于各遗址非农作物植物遗存

的首位；豆科类的杂草种子在中原地区仰韶晚期遗址中出土数量仅次于禾本科的非农作物遗存，包括了

野大豆、胡枝子、草木樨、鸡眼草等；藜（属），在仰韶晚期中原地区遗址中也较常见，是出现最为普遍的杂

草种子之一。除了这几种非农作物植物遗存以外，中原地区仰韶晚期常见的杂草种子还包括野燕麦、紫

苏、蓼科、唇形科等，但每种杂草数量在各遗址中发现均较少。

仰韶晚期中原地区出土的非农作物遗存，与庙底沟时期的种类和比例①比较而言，本时期延续了狗

尾草（属）、马唐（属）、豆科和藜（属）占主体的局面，其他非农作物遗存在种类上也似乎没有明显的变

化。这与两个时期都是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相对应，并且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也没有明显的

变化（可作为绿肥的豆科等杂草重要性差异不大，也没有大量新的杂草种类的出现所反映的大范围开荒

等行为）。另外，这些非农作物遗存，无论是数量还是出土概率方面，与农作物种子都有着明显的差距。

即便我们尚难以确定这些非农作物种子，是否存在作为野生植物资源被人们食用的可能性，但这些非农

作物无论如何都远不及人们对于传统农作物资源的依赖。

除了以上的植物考古材料，稳定同位素方面的证据也可以对仰韶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模式提供

一些佐证，从目前已发表的豫西西坡墓地②、豫中地区的西山遗址③和中沟遗址④出土人骨的稳定同位素

来看，人们主食中C4类植物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不同遗址的具体比例却不尽相同，西坡遗址C4类植

物百分比略低于西山遗址和中沟遗址，应该和一定的稻米食用有关。

从中原地区仰韶晚期各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来看，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延

续，并且依旧是绝大多数遗址的主要生业方式。非农作物植物遗存的构成和比例与庙底沟时期相比变化

不大，显示当时古人对植物资源的利用还是以农作物为主。大豆在仰韶晚期的中原地区相当普遍，这是不

同于之前各时期的一个重要变化，但其出土数量都比较少，与出土非农作物遗存一并可以说明当时农业耕

作制度还是比较简单粗放，轮作制度可能并不流行，农田肥力的恢复并不主要依靠豆科植物的固氮作用。

（二）稻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

仰韶晚期的中原地区，稻米发现的数量和重要性与庙底沟时期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

稻作农业生产体系也对传统的旱作农业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表3可见，中原地区仰韶晚期的8个

遗址中，有7处发现了稻米。数量上，苏羊遗址发现稻米2589粒，新街遗址发现802粒，土门遗址发现

738粒，汪沟遗址发现668粒，双槐树遗址发现5粒，班沟遗址和鱼化寨遗址各发现稻米1粒。虽然绝对

数量方面稻米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见表 3），但稻米的出土概率却相对较高，尤其是苏羊遗址

和新街遗址，稻米出土概率都超过了50%。从稻米在中原地区的分布来看，关中地区东部的新街遗址、

鱼化寨遗址、杨官寨遗址和泉护遗址的仰韶晚期遗存中都有稻米发现（炭化种子或植硅体的形式）⑤，但

位于关中地区西部的案板遗址却未发现稻米⑥，渭水上游的大地湾遗址⑦和西山坪遗址⑧也未发现或仅发

①钟华、李新伟、王炜林等：《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生产模式初探》，《第四纪研究》2020年第2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02-209页。

③张雪莲、仇士华、钟建等：《中原地区几处仰韶文化时期考古遗址的古人类食物状况分析》，《科技考古·第三辑》，科

学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

④陈相龙、吴业恒、李志鹏：《从中沟与王圪垱遗址看公元前三千纪前后洛阳盆地的生业经济》，《第四纪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⑤张健平, 吕厚远, 吴乃琴等：《关中盆地6000～2100cal. aB.P. 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第四纪研究》2010年

第2期。

⑥刘晓媛：《案板遗址2012年发掘植物遗存研究》，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4-17页。

⑦刘长江、孔昭宸、郎树德：《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⑧ Li XQ, Zhou XY, Zhang HB, et al. The record of cultivated rice from archaeobiological evidence in northwestern China

5000 years ago.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7, 52(10): 1372-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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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少量稻米（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祭祀区新近发现大量稻米遗存，尚有待更进一步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的

公布）；豫西地区的庙底沟遗址也有大量的稻米遗存发现①；豫中地区洛阳盆地的班沟遗址、土门遗址，郑

州地区的双槐树遗址、汪沟遗址，以及颍河中上游的石羊关遗址也都有稻米遗存发现（炭化种子或植硅

体的形式）②；而豫北地区则至今尚未发现确凿的稻米遗存。

有学者指出，仰韶晚期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几乎覆盖整个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

分解为面貌不同的若干个文化类型，中原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中心似又发生了转换，在陕、晋、豫中心

地带的许多地区，聚落波动所反映的人口总量和中心聚落的规模有所下降，豫中地区开始形成富有自己

特色的文化传统，渭河中上游的关中西部和陇东等地异军突起③。结合考古学文化因素来看，关中地区

东部延续了庙底沟时期的稳步发展态势，多处遗址发现了稻米遗存，并且在灞河流域的新街遗址，稻米

已经成为主要的农作物资源之一；有趣的是，聚落等级较高的关中地区西部的案板遗址乃至渭河上游的

大地湾遗址，却并未发现稻米；庙底沟文化的中心区域豫西晋南地区虽然在仰韶晚期人口总量和聚落规

模均下降，但以庙底沟遗址为代表，却发现了大量的稻米遗存；而作为新兴势力的豫中地区诸遗址则充

分显示出了各自的地方特点，南至颍河中上游，西至伊洛河流域的广大豫中地区，稻米遗存的发现相当

的普遍。但是，不同于庙底沟时期遗址稻米普遍较少的情况，豫中地区以苏羊遗址和汪沟遗址为代表的

遗址中，发现稻米的数量多于庙底沟时期各遗址，但同样也存在着稻米发现极少或完全未发现稻米遗存

的遗址（如班沟遗址和双槐树遗址）；而豫北地区仰韶晚期唯一经过系统植物考古浮选的刘庄遗址也未

发现稻米的遗存。

至于仰韶晚期中原地区稻米为何有如此的分布规律，可以从遗址环境、聚落规模等级、所处位置等

方面来考量。首先，遗址环境方面，仰韶晚期处于气候上大暖期之后的较为明显的波动期，包含有显著

的寒冷阶段。但是整体上，中原地区气候还是保持了相对的温暖湿润④⑤。而对于稻米的种植而言，主要

的决定因素在于水的供给是否充足。对于考古遗址是否适宜种植稻米的考量因素就转换为是否方便对

周边河流的水资源取用。对于本文涉及的仰韶晚期中原地区进行过系统浮选的各处遗址而言，所有遗

址都位于河流的台地上或紧邻河道，用水方面应该不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是未发现任何稻作遗存的

关中西部的案板遗址和豫北的刘庄遗址，也分别紧邻南韦河、美阳河以及淇河。就目前的认识来看，遗

址周边区域的环境似乎并不是稻米种植的决定因素。

聚落规模等级方面，就目前的了解来看，关中西部的案板遗址应该为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豫中地

区的双槐树遗址、汪沟遗址和苏羊遗址也都属于高等级中心聚落。而这四处中心聚落中，除了苏羊遗址

（该遗址仰韶晚期浮选样品数量仅有10份，且遗址中存在一批带有浓厚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器物），其他

遗址发现稻米遗存数量都非常有限（或未发现稻米），稻米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不能算作重

要的农作物遗存之一。而相对的，可能并不是核心聚落或高级聚落的蓝田新街却发现了大量的稻米，出

土概率也较高。在重要性上，似乎作为仰韶晚期文化核心区域的关中西部和豫中地区，中心聚落中稻米

地位并不突出，而在核心文化相对的边缘地区（比如关中东部地区），规模较小的遗址中稻米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重视。有趣的是，同处于关中盆地东部的西安鱼化寨遗址仰韶时代晚期遗存中仅发现1粒稻米，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

H770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1年第5期。

②陈星灿、刘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③戴向明：《中原地区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初步发展》，《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23-524页。

④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

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⑤ Chen FH, Xu QH, Chen JH, et al.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 Scien‐

tific Reports，2015，5(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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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遗址在当时同样也是一般性遗址，可见即便是同一区域的同等级聚落，稻米的利用情况可能也存在着

不一致的情况。

除了以上的两个考量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似乎不同遗址所处于中原地区的不同位置也对其稻米的

接受程度产生了影响。稻米在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关中地区东部和豫西、豫中地区仍然为较普遍的

农作物遗存。相对较远的渭河中游的案板遗址，乃至渭河上游的大地湾遗址、西山坪遗址未发现稻米或

出土数量很有限，而位于豫北的刘庄遗址，也未发现稻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位于过去核心区域

的遗址跟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更多，更容易获得水稻大面积种植的方法、信息等，并且向南靠近同一时

期以稻米为主要农作物遗存的屈家岭文化遗址，而其他较为偏远的地方则相对保守，或者这种保守并非

仅源于距离的远近，也可能在于上层对于饮食的习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稻米在庙底沟时期各遗址

的少量发现，稻米已成为仰韶晚期关中地区新街遗址主要的农作物资源之一。而该遗址考古文化层面

又是典型的中原地区仰韶晚期文化范畴，应该不是南方或东方的人群携带着其稻米食用传统迁移所

致。那么，稻米如此重要，可能一方面反映了其所在区域位于中原腹地，比较容易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

或物品的交换；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遗址规模有限，居民对于新生食物类型更易接受，不似上层阶级出于

祭祀、传统等需要，在饮食方面较为保守。近年对于新街遗址陶器残留物分析也显示，至少一部分稻米

被作为酿酒的原料①。而近期关中盆地东部的华县东阳遗址，仰韶时代早中期出土的200余粒稻米遗

存②似乎也显示，这一区域的部分一般性遗址对稻米的偏好似乎由来已久。

（三）中原地区及周边区域农业生产模式所体现的作物交流和文化互动

有学者认为仰韶晚期这一大动荡时期，表现在文化层面是考古学文化的大迁徙，包括了大汶口文化

的西进，秦王寨类型的西进和北上，大司空类型的西进，泉护二期类型的扩散和北上，屈家岭文化的北上

等。这些文化大迁徙使得各个地区在文化的联系和认同上连为一体，彼此独立创造的优秀文化和先进

社会制度相互传递和彼此借鉴，加快了文明的进程③。在这一考古文化背景下，中原地区周边的生业模

式也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仰韶晚期中原地区以东的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前2500年），根据其文化中晚期遗址的浮选

结果（章丘焦家遗址④、宿州芦城孜遗址⑤，宿州杨堡遗址⑥，蒙城尉迟寺遗址⑦等），该时期粟已经取代黍

成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大汶口文化南缘的遗址中粟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明显的提

升。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迅速扩张过程中，更为高产的粟显然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粟作农业

在该文化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也不能排除是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直接影响。

在中原地区以南，公元前3000年左右，江汉平原、鄂西北豫西南地区的大溪文化率先转变为屈家岭

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600年），随后该文化迅速向周围扩张。在此影响下，鄂西北豫西南地区，自然

条件相对较好的南阳盆地内遗址，粟黍的比例相对下降，稻米成了最为重要的农作物⑧。而这一地区中

的秦岭山区谷地仍以旱地农业生产为主，除了沟湾遗址⑨外，粟在其他遗址都是最重要的旱作作物，稻作

① 刘莉、王佳静、赵昊等：《陕西蓝田新街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陶器残留物分析：酿造谷芽酒的新证据》，《农业考古》

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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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吴瑞静：《大汶口文化生业经济研究——来自植物考古的证据》，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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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邓振华、高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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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似乎也有所提升①②。可以明显看到随着屈家岭文化的北上，稻作农业的影响显著提升，而仰韶晚

期中原地区一些遗址稻米遗存重要性的提升可能也与此有关。

中原地区以西渭水上游，甘青地区洮河流域，和川西北系统浮选的仰韶和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

3300—前2100年）遗址中，粟、黍类小米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而粟的地位要略高于黍子③④⑤，这一农业

生产模式明显受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在仰韶文化晚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农业生产模式方面，相较

于庙底沟时期只有中原地区粟的重要性高于黍⑥，这一时期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到鄂西北豫西

南的秦岭谷地，再到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中，粟的地位得到了普遍的提升，一方面体现了中原地区在庙

底沟文化解体后，与周边地区文化、作物甚至人群交流的增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周边文化不断发展，

人口密度、聚落数目增加，对单位产量更高的粟有了更为强烈的诉求。同样，中原地区一些遗址中稻

米地位的提升也与这一时期来自南方屈家岭文化影响的扩大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无论是粟作农

业的普及，还是稻作农业影响的提升，都是在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大动荡、大迁徙的背景下完成的，充分

体现了这一时期不同区域文化互动、人群交流的空前繁荣。

结 语

近年来，中原地区仰韶时代一系列遗址的生业模式研究显示，该地区在庙底沟时期（仰韶时代中期）

时，成熟的农业社会已经确立，农业活动取代狩猎采集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业经济方式⑦⑧。从中原地区

仰韶时代晚期这些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来看，庙底沟时期形成的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模式在该时

期得到了延续，在农业耕种制度方面也相对简单、粗放。

不同于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仰韶晚期时大豆开始普遍出现，尽管数量还比较少，这也许与人们

对大豆内的植物蛋白或脂肪的重视有关；稻米在仰韶晚期遗址中的发现数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甚至在

一些遗址中因稻米遗存的大量出现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农业生产模式，稻米在中原地区不同遗址的重要

性则受到了遗址所在区域的位置、传统，乃至聚落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仰韶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大大增强，农作物的传播和人群的迁移频率也空前提

高。一方面，以粟为主的成熟旱作农业生产模式被周边的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所接受或承袭；另一

方面，来自南方、以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也对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晚期的中原地区，无论是大豆的普遍发现，还是稻米接纳度的大大提升，都为

之后龙山至夏商时期多品种农业种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可能，为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孕育提供了重要

的条件和基础。

[附记：本文涉及双槐树遗址和班沟遗址的样品分别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提供，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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